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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角下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
影响效应及提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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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深入剖析其对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凝练出陕西省高生态福利绩效组态

的提升路径，为区域可持续发展以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理论依据和科学参考。  ［方法］ 在测度陕西省 2005—
2022 年生态福利绩效基础上，借助空间杜宾模型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其的空间溢出效应，同时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

析（fsQCA）方法归纳出驱动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多元路径。  ［结果］ （1） 陕西省近 20年来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呈

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其中西安、安康最为突出，分别增长 1.072，1.301；（2） 在影响效应方

面，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和政府行政能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

的空间溢出效应；（3） 组态分析表明，创新—生态驱动、生产力跃迁—产业升级驱动以及内外协调驱动为高效推动陕西

省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三条路径。  ［结论］ 研究实证了发展新质生产力对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的显著驱动作用，在新质

生产力与多元影响因素的协同作用下，陕西省可通过创新与转型升级等路径实现生态福利绩效的有效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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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 effects and enhancement pathway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perspective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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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is study conduct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mpact effect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 on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EWP） in Shaanxi Province and identifies enhancement 
pathways for high EWP configurations， aiming to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location-specific development of NQPF. ［Methods］ Based on the measurement of 
EWP in Shaanxi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22，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SDM） was employed to reveal the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f NQPF. Additionally， the 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 was 
employed to summarize the diverse pathways for enhancing EWP in Shaanxi Province. ［Results］ （1）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Shaanxi Province′s EWP demonstrated an overall fluctuating upward trend， with a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higher in the south and lower in the north”. Xi′an and Ankang showed the most prominent 
increases of 1.072 and 1.301， respectively. （2） In terms of impact effects， NQP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government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had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EWP， with NQPF and eco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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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level exhibiting strong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3） Configuration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innovation-
ecology driven， productivity leap-industrial upgrading driven， and internal-external coordination driven were the 
three effective pathways for enhancing EWP in Shaanxi Province. ［Conclusion］ This study empirically 
demonstrates the significant driving role of NQPF in improving Shaanxi Province′s EWP. Under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NQPF and diverse influencing factors， Shaanxi Province can achieve effective EWP enhancement 
through pathways such as innovation，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Shaanxi Province； impact effects； 

enhancement pathways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不断增

速，经济发展与福利水平持续提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辉煌成就。然而依赖低成本的资金、土地、人力、能源

等基本生产要素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虽然推动了我国经

济的飞速增长，但随之而来的是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紧

缺、自然灾害频发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致使社会经济发

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制约着

民生福祉的持续增进［1］。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

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由此可见，

如何促进经济繁荣、生态环境保护与民生福祉增进的

协调发展，已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议题之

一。生态福利绩效的基本概念界定为，自然资源与生

态要素转化为福利水平的效率，其可反映一个国家、地

区及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程度，是生态消耗与人类福利

之间相对关系的表征［2］。在新发展阶段和新时代背景

下，以科技创新、资源节约利用、生产效率提升为前提，

开展生态门槛下民生福祉研究已然成为可持续发展研

究领域的热点，对推动我国“十四五”生态文明建设及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023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

提出“新质生产力”，2024年 1月 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

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同时

阐释了新质生产力理论，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

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

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

先进生产力质态”。基于此，新质生产力作为驱动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在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优

化资源配置、推动产业升级以及促进科技创新等方面

均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3-4］，这与绿色发展以及生

态文明建设之间必然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发展

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新技术、新动能、新兴产业，从根

本上转变以往依赖资源消耗、破坏生态环境的粗放型

发展模式，不但能够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

矛盾，还可持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进

而实现福利水平正向增益［5］。在当前创新发展数字

转型和绿色转型“双转型”趋势下，系统深入地探究新

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和提升路径，对

推进中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近年来，学者们围绕生态福利绩效的相关研究主

要从“内涵—测度指标与方法—时空差异和演进特征

—系统间耦合特征—影响因素驱动作用”等方面逐渐

开展，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纵观现有研究，生态福

利绩效的内涵界定、指标选取及测度方法已趋于完

善［6-8］，现阶段研究大多基于时空演变特征结合具体的

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关注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人

口密度、对外开放程度、环境规制、碳排放等多个方

面［9-12］。值得一提的是，既有研究结论指出，技术进步

不仅是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重要因素，也是相对

落后区域对先进地区产生“追赶效应”的关键所

在［13-15］。在信息革命背景下，部分研究进一步聚焦于

数字经济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独特作用机制，这有效地

拓展了将技术进步作为单一指标的应用范围及分析深

度，并充分肯定了数字经济促进生态福利绩效增长的

显著作用［16-18］。然而数字经济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重要支撑和关键引擎，从新质生产力视角系统地分析

其赋能生态福利绩效发展的研究内容却鲜见报道，因

此亟需从该切入点展开理论与实证层面的深入探索。

陕西省地处中国的中西部地区，位于“一带一

路”倡议的核心位置，是连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和中

亚、西亚的重要枢纽，具有充分发挥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动能的产业禀赋，对于加快形成新

质生产力具有坚实的产业、技术和市场基础。综上

所述，本研究以陕西省作为研究区域，首先采用超效

率 SBM 模型测度各地市 2005—2022 年生态福利绩

效水平，其次在定量新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借助

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rbin Model， SDM）明晰其

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最后运用模糊集定性比

较分析（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fsQCA）方法，基于组态效应的视角提出具有针对性

和差异化的组合提升路径，以期为推动陕西省生态

文明建设以及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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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区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陕西省位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内陆腹地，地理坐

标介于东经 105°29′—111°15′，北纬 31°42′—39°35′，

总面积约 20.56 万 km²，下辖 10 个地级市（图 1）。全

省整体地势呈现“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分布特征，

地貌类型丰富，按照地形与生态特征可划分为陕北

黄土高原、关中平原和陕南秦巴山地三大自然地理

单元。近年来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陕西省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特别是

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和高端制造业领域取得显著

成效。鉴于陕西省在资源环境、生态保护、经济转型

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典型性与代表性，以该区

域 10 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从市域尺度开展新质生

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效应及提升路径研究，

不仅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生态协同发展，更对中国

西部地区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民生福祉提升具有重要

理论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1.2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涉及到的基础数据包括行政区划数据

和社会经济发展数据，研究时段为 2005—2022 年。

其中行政区划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

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社会经济发展数

据主要源于《陕西省统计年鉴》、陕西省各地市统计

年鉴及统计公报、中国城乡建设数据库。对于涉及

价格的相关指标数据，均以 2005 年为基期进行平减

处理，少量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获取。

2　研究方法与体系设计

2.1　生态福利绩效与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 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生态

福利绩效内涵的梳理，借鉴肖黎明［19］、朱媛媛［8］、夏美

君［20］等学者的研究，基于投入产出理论，鉴于指标的

全面性、科学性以及可得性等原则，将能源、土地资

源、水资源的消耗以及废水、废气、固体废物的排放

污染作为生态资源投入，将经济福利、社会福利和环

境福利作为人类福利产出，构建城市生态福利绩效

评价指标体系（表 1）。其中人类福利产出指标的考

量是在人类发展指数的基础之上，纳入环境福利维

度进行构建。通过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来衡

量经济福利的产出，以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表

征社会福利，同时选用环境绿化水平和环境治理水

平来反映其环境效益。

（2） 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现有

的新质生产力研究框架内容［21］，本文主要从科技生产

力、数字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 3 个方面构建新质生产

力指标体系，其中科技生产力主要从科技创新投入/
产出和环境方面表征，数字生产力主要通过数字产业

化水平和产业数字化水平来衡量，绿色技术驱动主要

考虑能源消耗/污染、生态环保以及绿色创新水平等

多个层面。具体的指标选取遵循的原则与生态福利

绩效指标体系一致，其中除能源消耗及环境污染指标

外均为正向指标，具体见表 2。
2.2　研究方法

（1） 熵权法。熵权法是基于信息熵理论的多指

标综合评价方法，用于确定各个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

权重。其核心思想是通过计算各个指标的信息熵值，

反映指标在样本数据中的不确定性或信息量。信息

熵越大，表明该指标提供的信息越不确定，对整体评

价的影响越小；反之，熵值越小，则说明该指标的信息

量越大，对综合评价的贡献越大，其计算方法如下：

ej = -k ∑
i = 1

m

(Y ij ln Y ij )，    k = 1/ ln m （1）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网站审图号为 GS（2024）0650 号的

标准地图制作，底图边界无修改，下同。

图 1　研究区概况

Fig. 1　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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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j = dj

∑
j = 1

n

dj

，    dj = 1 - ej （2） 式中：ej为信息熵；Yij为城市 i中第 j项指标值得比重；

dj为信息熵冗余度；wj为指标权重；m 为城市个数；n
为指标个数。

表 2　新质生产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名称

新质生产力

一级指标

数字生产力

绿色生产力

科技生产力

二级指标

数字产业化水平

产业数字化水平

能源消耗与环境污染

绿色生态环保

绿色技术创新水平

科技创新投入水平

科技创新产出水平

科技创新环境

三级指标

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规模

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员占比

电信业务总量

电子商务销售额

机器人安装密度

长途光缆线路密度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能源消耗量/GDP
SO2排放量/GDP

工业固废产生量/GDP
工业废水排放量/GDP

森林覆盖率

建成区绿化率

环境保护支出/政府公共财政支出

每万人绿色专利申请数量

R & D 人员全时当量

R & D 经费支出/GDP
专利授权数量

技术市场成交额

高新技术产业企业数量

高等院校数量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属性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负

负

负

负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正

表 1　生态福利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Evalu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类别

生态投入指标

福利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资源消耗

环境污染

经济福利

社会福利

环境福利

二级指标

能源消耗

土地消耗

水资源消耗

废水排放

废气排放

固体废弃物排放

收入水平

消费水平

教育水平

医疗保障水平

环境绿化水平

环境治理水平

三级指标

人均用电量

人均建成区面积

人均用水量

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

人均 SO2排放量

人均 CO2排放量

人均生活垃圾清运量

人均工业固废产生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人均社会零售品总额

平均受教育年限

万人拥有医生数

万人拥有医院床位数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城市污水处理率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量纲

kW · h
m2

m3

t
t
t

kg
t
元

元

年

个

个

m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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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Super-SBM。本文选用超效率 SBM 模型

（Super-SBM）来进行生态福利绩效的测算，这主要是

考虑到相较于传统的 DEA 模型，该模型既可以解决投

入、产出变量的松弛性问题，又能够处理多个决策单元

同时有效而无法进行排序的情况，目前在生态福利绩效

的研究中应用较为普遍，该模型计算详见参考文献［22］。

（3） 空 间 杜 宾 模 型（SDM）。 空 间 杜 宾 模 型

（SDM）是空间计量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模型之一，

它在传统的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

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了邻域变量的直接影响［23］。

该模型不仅考虑了因变量的空间滞后效应，还考虑

了自变量的空间滞后效应，能够有效捕捉空间溢出

效应以及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空间关联性，因此本研

究选用该模型来探究新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的

影响效应，其表达形式如下：

EWP it = α + ρWY it + Xit β + θWX it + μi + φt + εit

（3）
式中：EWPit为城市群 i 城市第 t年的生态福利绩效水

平；Xit为自变量的向量；ρ 为空间滞后系数；W 表示地

理经济嵌套矩阵；β 表示自变量系数；θ 表示空间滞后

项的系数向量；μi 表示个体固定效应；φt 表示时间固

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该模型的变量选取的情况如表 3 所示，被解释变

量为生态福利绩效，核心解释变量为新质生产力水

平，控制变量的选取主要基于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

维度进行考量。其中以人均 GDP 代表该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以城镇化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以固体废

弃物综合利用率表征环境规制，以实际使用外资占

GDP 比重衡量对外开放程度，以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衡量政府行政能力，以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反映产业结构。

（4）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新质生产力

对生态福利绩效的优化路径研究选用模糊集定性比较

分析（fsQCA）方法，该方法主要通过定性与定量相结

合分析复杂社会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与传统的回归分

析方法不同，fsQCA 通过模糊集理论将变量的取值转

化为模糊集合，允许变量在不同程度上符合某一条件，

而非简单的二元划分。其可通过“必要条件”和“充分

条件”分析，帮助研究者理解不同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以

产生特定结果，具体模型表述详见参考文献［24］。

3　结果与分析

3.1　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时空演变特征分析

3.1.1　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时序演变特征　基于

Super-SBM 模型分别测算陕西省 2005—2022 年生态

福利绩效水平，测算结果表明（图 2），近 20 年来陕西

省整体呈波动上升的趋势，这体现了陕西省在推动

绿色转型、产业结构优化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带

来的积极成效。从市域尺度来看，西安、安康两市的

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升尤为显著，增长值分别为

1.072，1.301。咸阳、宝鸡、商洛三市呈上升—下降—

上升趋势，延安、铜川、渭南为上升—下降趋势，汉

中、榆林则呈现波动下降态势。生态福利绩效水平

较高的城市，集中在关中、陕南地区，其中西安、咸阳

在西咸一体化进程推动下，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优

化产业空间布局，落实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战略为

支撑，其生态福利绩效得以持续改善。安康、商洛虽

然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关中地区，但其生态环境优渥、

资源投入水平相对较低，故其生态福利绩效水平亦

处于较高区间。其他城市总体波动下降的原因可能

为，大多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发展，因而均面临着高

投入高消耗所带来生态修复和环境污染压力，致使

经济发展与生态福利绩效提升存在一定的脱钩现

象。从全局角度来看，陕西省亟需加大对资源型城

市在生产效率提升、绿色转型以及环境治理等方面

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推动全省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

均衡发展。

表 3　变量选取与说明

Table 3　Selection and description of variables

类别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EWP
NQPF

ED
UR
OP
ER

IND
GOV

变量定义

生态福利绩效

新质生产力

经济发展

城镇化

对外开放程度

环境规制

产业结构

政府行政能力

变量说明

基于 2.1 节测算得出

基于 2.1 节测算得出

人均 GDP
城镇化率

实际使用外资/GDP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第三产业产值增加值/GDP
政府财政支出/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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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分布演变特征　基

于 ArcGIS 10.8 软件选用自然断裂点分类法将 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2 年四期生态福利绩效截面

数据进行可视化（图 3）。整体来看，陕西省的生态福

利绩效在空间上表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呈“南高北

低”的分布格局。以安康、商洛、汉中为代表的陕南

地区拥有较为优越的生态环境和较低的资源消耗压

力，因此生态福利绩效发展较为均衡，总体优于关

中、陕北地区，2005—2022 年除汉中市外表现出稳步

提升的趋势。陕北地区由于其资源禀赋的特点，主

要依赖传统能源产业，因而生态福利绩效相对较低。

由于该地区的资源开采压力较大，环境治理和生态

修复成本较高，故从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态福利绩

效的改善，2005—2022 年呈波动下降态势。作为陕

西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关中地区的生态福利绩

效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分异。西安、咸阳作为关中

地区的中心城市，得益于科技创新、绿色转型、产业

优化等方面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使得教育、医疗、

城市绿化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在生态

福利绩效提升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而渭南、铜川等

临近区域则有一定程度的错配，生态福利绩效随经

济增长略有下降。

3.2　新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影响效应分析

3.2.1　空间自相关性分析　本文采用全局莫兰指数

对 2005—2022年陕西省十个城市的生态福利绩效进行

空间相关性检验，测算结果表明（图 4），在地理经济嵌套

空间权重矩阵下，各年度的Moran′s I指数均显著为正，

表明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具有较强的空间正相关性。

陕西省各地市的新质生产力整体呈现出快速增

长趋势，但仍存在城市间科技创新资源、资源禀赋不

均衡等现象，从市域尺度来看，西安市科技创新产业

基础雄厚，创新型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汇聚，具有

强劲的科技创新能力，新质生产力发展在全省处于

领先地位，咸阳、宝鸡等地得益于西安的辐射带动作

用，新质生产力水平实现了同步增长，铜川、渭南等

地相较于其他城市新质生产力水平较低。

3.2.2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LM 检验通

过 1% 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可采用 SEM 模型和

图 2　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时序演变统计

Fig. 2　Statistics of temporal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Shaanxi Province

图 3　2005—2022年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空间分布

Fig.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in Shaanxi Province （2005—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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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M 模型，LR检验和 Wald检验均在 1% 水平上显著，

拒绝 SDM 退化为 SAR 或 SEM 的原假设，Hausman检

验结果表明拒绝采用随机效应的原假设，因此本文

选择双固定效应的 SDM 模型。

从空间杜宾模型结果来看（表 4）。新质生产力

作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为 2.173，在 1% 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可见陕西省目前的新质生产力已经能

够显著促进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从空间溢出效应

来看，新质生产力（NQPF）的空间项系数为 1.144，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地缘联系密切、产业关

联性强的陕西地区，新质生产力呈现出显著的空间

溢出效应，有效带动了关中、陕南、陕北地区生态福

祉水平的共同提升。经济发展（ED）系数为-0.006，
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空间项在 10% 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现阶段经济增长的物质资本积累对生态福

利绩效水平提升效应有限。城镇化（UR）的系数和空

间项均未显著。对外开放程度（OP）和政府行政能力

（GOV）的空间项均显著为负，可能与污染密集型产

业的区域转移以及资源分配不均等现象有关，从而

对邻近城市生态福利绩效产生抑制作用。环境规制

（ER）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其空间项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产业结构（IND）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

正，表明其对本地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但对邻近城市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

图 4　生态福利绩效莫兰指数与新质生产力水平

Fig. 4　Moran′s I index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and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 level

表 4　空间杜宾模型估计结果与空间效应分解结果

Table 4　Estimation results of spatial Durbin model and decomposition of spatial effects

变量

NQPF

ED

UR

OP

ER

IND

GOV

rho

sigma2_e

双固定效应

N

Main
2.173***

（0.442）
-0.006
（0.054）
-0.546
（0.334）
-0.059
（0.096）
-0.256***

（0.093）
1.113***

（0.397）
1.059*

（0.591）

YES
180

Wx

1.144*

（0.612）
0.138*

（0.076）
0.631

（0.524）
-0.259*

（0.138）
-0.010
（0.167）
-0.275
（0.637）
-2.544***

（0.967）

YES
180

Spatial

0.369***

（0.092）

YES
180

Variance

0.029***

（0.003）
YES
180

直接效应

2.160***

（0.457）
-0.012
（0.052）
-0.544*

（0.329）
-0.051
（0.094）
-0.253***

（0.092）
1.148***

（0.401）
1.162*

（0.622）

YES
180

间接效应

0.952*

（0.542）
0.131*

（0.067）
0.666

（0.510）
-0.237*

（0.123）
0.025

（0.153）
-0.469
（0.590）
-2.506***

（0.921）

YES
180

总效应

3.112***

（0.657）
0.119

（0.083）
0.122

（0.493）
-0.288*

（0.149）
-0.228
（0.164）

0.678
（0.524）
-1.344*

（0.734）

YES
180

注：***、**、*分别表示在 1%，5%，10% 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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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SDM 模型引入了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

的空间滞后项，回归系数不能准确反映各解释变量

对生态福利绩效的边际效应，因此本文采用 Lesage
提出的偏微分方法将估计系数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

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结果见表 4。新质生产力

（NQPF）对生态福利绩效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进一

步佐证新质生产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

驱动作用。新质生产力通过科技创新赋能，强化产

业链韧性，优化资源配置，助力实现从粗放式增长向

提质增效、创新驱动的集约式增长转变，为推动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保障。新质生产力（NQPF）间接效

应亦显著为正，表明新质生产力通过空间传导机制

促进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的联动增长，助益陕西省

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在控制变量方面，经济发展（ED）的直接效应未

达到显著水平，间接效应显著为正，表明经济高速增

长过程中资源高投入所带来的环境问题会抵消经济

增长带来的正向效应，以经济增长为导向无法满足城

市生态福利的可持续增长。城镇化（UR）的直接效应

显著为负，间接效应均未达到显著水平。究其原因，

快速城镇化的建设与规划过程中过度关注经济效率，

在交通道路、公共设施、绿化建设等方面的投入不足，

对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效应尚未显现。对外开放程

度（OP）的直接效应未显著，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

外资企业往往受成本驱动，倾向于选择劳动力和资源

成本较低的地区，部分污染密集型外商投资的流入加

剧了当地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环境规制（ER）的

直接效应显著为负，间接效应不显著，污染型企业面

对趋严的环境规制往往采取末端治理方式，而非从源

头技术创新，这种资源错配削弱了资源配置效率，还

因治理效果的局限性对生态福利绩效产生了较强的

负外部性。产业结构（IND）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

效应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传统

产业向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方向转型升级，可

以显著提升生态福利绩效。政府行政能力（GOV）的

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通

过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强政策引导促进本地生态福利

绩效的提升。然而，随着政策约束的增强，节能环保

支出竞争往往伴随着“逐顶竞争”，导致污染企业外

迁，抑制了周边地区生态福利绩效的提升。

3.3　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路径分析

3.3.1　变量校准与必要性分析　在 fsQCA 中，所有

条件与结果变量均被视为不同的集合，每个案例在

这些集合中具有相应的隶属分值，校准是将原始数

据转换为模糊集隶属度的过程。通过分析样本数据

的分布特征，本文采用直接校准法，将 95% 分位点、

50% 分位点和 5% 分位点分别设定为完全隶属、交叉

点和完全非隶属的校准基准点。本文进一步通过

fsQCA 对各条件进行了必要性分析，均小于 0.9，因此

单一变量并不具备必要性。说明任何单个前因条件

均不能导致生态福利绩效的显著提升，需从组态视

角探讨生态福利绩效的多重因素驱动路径。

3.3.2　高水平生态福利绩效驱动路径分析　本文将

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 1，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 0.8，
并将 PRI 一致性阈值设置为 0.7。通过对比中间解与

简约解，区分各组态中的核心和边缘条件，即在两种

解中同时出现的条件为核心条件，仅在中间解出现

的条件为边缘条件。表 5 结果显示，实现地区高生态

福利绩效的路径组态共有 H1，H2，H3 三种，即创新—

生态驱动型（H1）、生产力跃迁—产业升级驱动型

（H2）、内外协调驱动型（H3）。

路径 1：创新—生态驱动型（H1）。该路径以新质

生产力为核心条件，辅以环境规制，体现了科技创新

在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作用。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

技术创新和绿色科技的应用，促进传统产业的低碳

化、智能化改造，其核心机制在于通过提升资源利用

效率，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工业废弃物、农业

残余物以及其他可再生废弃物不再视为生产剩余物，

而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回收和再利用，成为新的资源

供给源。废弃物排放的减少，显著提高了资源利用效

率，进而推动了产业向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负荷的

方向转型。该路径的典型案例为宝鸡市。宝鸡市依

托新质生产力引领支持绿色技术的研发与创新，构建

了较为完善的资源循环利用机制。这一路径中，经济

发展、城镇化、对外开放程度等传统经济增长因素的

影响相对有限。经济增长规模和外部资金流入并非

实现高生态福利绩效的决定性因素，科技创新则成为

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负担的关键推动因素。

路径 2：生产力跃迁—产业升级驱动型（H2）。在

该路径下，核心条件包括新质生产力和产业结构，经

济发展、城镇化起辅助作用。升级产业结构是提升

生态福利绩效的重要抓手，相比第二产业，扩大第三

产业规模能够降低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吸纳劳动

力、调节收入分配，有效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水平，间

接提升社会福利与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近年来，随

着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西安市的产业重心逐

渐从第二产业主导过渡到第三产业主导，产业结构

逐渐趋于合理化和高级化发展。同时将新质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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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极的优势转化为产业升级改造的内生动力，以

颠覆性创新技术突破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将带

动节能降碳技术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绿色化转型的

质态提升，形成生产力跃迁、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

调发展，带动生态福利绩效的有效提升。

路径 3：内外协调驱动型（H3）。在该路径下，城

镇化与对外开放程度作为核心条件共同作用，政府

干预程度作为辅助条件。咸阳市作为该路径的典型

案例，随着新型城镇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改善

了以往建设用地粗放低效，城镇发展不协调等矛盾。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推动了基础设施改善、优化城市

功能和吸引劳动力人口聚集，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

了基础条件，提升了城市环境承载能力与资源配置

效率。此外，外商带来的资金支持、技术转移和管理

经验，为区域生产力质态演进注入了先进生产要素，

驱动城市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政府行政能力在该

路径中起到了桥梁作用，通过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环

保项目实施和绿色技术研发的投入，为生态文明建

设奠定坚实基础。政府对污染密集型产业提高环保

监管力度，倒逼企业改进产业结构和生产水平，助力

实现环境效益与技术进步的双重红利。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  论
本研究基于陕西省 2005—2022 年各地市面板数

据，探究了生态福利绩效和新质生产力水平的时空

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新质生产力对生态

福利绩效的影响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最终从组态

效应视角出发，提出了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发展的

提升路径。主要结论如下：

（1） 陕西省 2005—2022 年生态福利绩效整体呈

波动上升趋势，在空间上呈“南高北低”的分布格局，

其中西安、安康最为突出，分别增长 1.072，1.301 新质

生产力水平整体也呈稳步增长趋势。

（2） 在影响效应方面，新质生产力、产业结构和

政府行政能力对生态福利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且新质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强的空间溢

出效应，城镇化、环境规制以及对外开放程度则对生

态福利绩效产生抑制影响作用。

（3） 组态分析表明，高生态福利绩效配置存在多

重路径选择，以新质生产力作为核心要素的驱动作

用下，创新—生态驱动、生产力跃迁—产业升级驱动

以及内外协调驱动为高效推动陕西省生态福利绩效

提升的三条路径。

4.2　政策建议

（1） 发挥核心城市带动作用，促进区域协同联动

发展。陕西省应聚焦区域内部协同发展，加强规划

引领，提高西安和咸阳作为核心城市的要素集聚度、

功能优化度，培育新质生产力增长极，依托优势创新

资源进一步强化在区域发展中的引领和辐射功能。

通过“示范效应”与“扩散效应”并重的双驱动机制，

推动创新成果和绿色发展经验向邻近区域扩散，实

现区域间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整体提升。

（2） 因地制宜推动产业结构转型，驱动生态福利

绩效稳步提升。由于陕西省城市经济基础与资源禀

赋存在显著差异，应构建契合区域特征的差异化发

展路径，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推动产业结构转型，

着眼于集群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关中地区应以

战略性新兴产业、高附加值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

业为重点，强化产业链现代化建设；陕南可聚焦绿色

食品加工、医药健康以及现代服务业，构建绿色友好

型经济体系；陕北地区则需在稳固传统能源产业基

础上，加快向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转型升

级。通过优化区域产业布局与结构调整，增强新质

生产力的系统性支撑功能，统筹新质生产力与生态

福利绩效水平协同提升。

（3） 优化要素配置机制，提升区域协同创新效

能。建议完善区域协同网络，推动科技、资本、信息

与人才等核心要素在省内自由流动。通过共建共用

科技平台、中试基地与成果转化中心，构建市场导

表 5　生态福利绩效组态分析

Table 5　Configuration analysis of ecological well-being 
performance

条件变量

NQPF

ED

UR

OP

ER

IND

GOV

一致性

原始覆盖度

唯一覆盖度

典型案例

总体覆盖度

总体一致性

高生态福利绩效

H1

●
△

△

▲
△

△

0.971

0.341

0.098

宝鸡市

0.642

0.989

H2

●

▲

▲
△

△

●
△

1

0.387

0.144

西安市

H3

⊗
△

●

●
△

▲

0.962

0.437

0.052

咸阳市

非高生态福利绩效

L1

⊗
△

⊗

△

▲

●

0.923

0.367

0.182

延安市

0.658

0.971

L2

⊗

●
△

▲

△

▲

0.951

0.378

0.051

榆林市

L3

⊗

●

▲
△

▲
△

0.974

0.318

0.074

商洛市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

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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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企业主体、产学研用协同的区域创新网络进而提

升创新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效率，增强生态福利

绩效的内生支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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